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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粪:民国滇西傣族社会的景观、 

燃料及其权力秩序 

姚勇
1
 

(四川大学 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牛粪曾是民国时期滇西傣族村落中最让外来观察者印象深刻的社会景观,并与谈之色变的瘴气联系

在一起。在外来观察者眼中牛粪是瘴气的病源之一,而地方性知识中燃烧干牛粪则是抵御瘴气的办法。这一悖论背

后的实质是柴薪问题,需要追溯山地与河谷社会之间的资源控制现象。傣族社会中形成土司贵族烧柴薪、僧侣烧榕

树枝、平民烧牛粪的燃料使用格局,可对社区中乡约、宗教信仰与权力秩序得到新的理解。土司的柴薪需求,也加强

了河谷与山地社会之间多重的互动关系。牛粪的案例研究中反映出滇缅边境山地社会对河谷的社会生活与权力秩序

塑造及影响的现象。 

【关键词】：牛粪 傣族 景颇族 资源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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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粪作为燃料,是历史上许多民族的生活经验。民国时期的滇西(今德宏州)(1)傣族村落,牛粪是外来观察者眼中印象最深刻的

景观。当时的调查有大量对傣族社会中牛粪利用的观察与批评,文献中的景观在当今滇西地区已很难见到。类似现象最为人熟知

的是藏族、蒙古族仍在广泛利用。牛粪是藏族生活中最重要、用途最广泛的燃料,(2)林耀华将牛粪燃料视作畜牧经济文化的特征,

是对高寒生态环境的一种适应形式,(3)学界较多从生态角度进行探讨(4)。传统藏族社会,牛粪也成为一种常见的赋税,拾牛粪、晒

牛粪被列入“内差 18 项”,以习惯法固定下来。(5)基于牛粪燃料在藏族社会中的重要性,藏族将牛粪分为 6 类。(6)蒙古族对牛粪

的利用与藏族类似,如有学者列举了蒙古语中牛粪的 6种分类。(7) 

近年来学界愈加关注“物质文化”的研究,探讨物与人的关系问题。
(8)
黄应贵对物质文化研究,关注到当地人如何由其基本文

化分类观念来理解外在的历史条件而创造新的生活与社会秩序。
(9)
王明珂指出国内研究的一个趋势是,探讨某种物质的流动、交

换所产生的经济与社会价值为人类社会文化所带来的影响。(10)邱澎生希望通过物与生活史的研究,勾勒人们生活的状态及其变迁,

并梳理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经济史的问题。(11)纪若成(C.P.Giersch)(12)、唐立(C.Daniels)(13)、马健雄(14)与何翠萍(15)等人

从各自对滇缅边境社会的研究出发,对詹姆士·斯科特(J.C.Scott)提出的山地社会组织是对河谷国家形式的抵抗的观点,
(16)

进

行了回应与批评,强调资源与贸易在区域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综合来看,基于埃德蒙·利奇(E.R.Leach)经典的民族志研究对山地

(主要是景颇族)与河谷(主要是傣族)社会的动态结构关系的讨论,
(17)
将它们视为相互依赖,抑或说彼此的对照面,是学界的共识。

不过,正如利奇与斯科特关注的重点,相关的回应与讨论,也是较多关注河谷社会对山地社会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塑造作用。相比,

山地社会对河谷社会生活与权力关系的影响,学界讨论较少。本文主要通过民国时期滇缅公路通车后,外来学者对滇西傣族的诸

多观察材料,以傣族村落的牛粪问题,作为讨论山地社会对河谷社会生活塑造的一个案例,并从中观察河谷傣族社会资源配置、权

                                                        
1作者简介：姚勇,男,江西九江人,四川大学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西南边疆区域社会史,西南边疆对外关系史｡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近代中英滇缅边案问题研究”(19YJC770059);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

目(SC18C024)｡ 



 

 2 

力秩序与文化调适等相关现象。 

一、滇西傣族村落的“景观” 

“景观”是目前较受学界关注的研究取向。相关研究注重景观本身的主体性,探讨其所蕴含的社会与文化特性,而不是仅将

其视为一个客观的、背景式的舞台。景观不仅被视为实体的物质性建筑过程,更为重要的是存在于各种论说话语当中,并在不同

话语中呈现为一种被争夺的社会文化的产物。(18)滇缅公路修通之后,大量外来观察者对滇西傣族村落的记录,形成傣族村落的实

体与观察者自身的知识的文化权力碰撞的“景观”。 

1937 年,人类学家江应樑从广州去滇西傣族地区做田野调查,云南的亲友先是各种劝阻,见他意志坚决乃又指点各种辟邪方

法,江应樑对此有记述:“始而奇怪我为何胆敢独个人到蛮烟瘴雨的边地去,继而知道我要去的是摆夷区,更以为我是发狂了。”(19)

江应樑刻画了那一时期外地人对于“蛮烟瘴雨”之地的恐惧,他此去不久,汉人便随着修筑滇缅公路蜂拥进入,其中有不少像他

这样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田汝康便是一例。他也描述了外人眼中芒市处处是“瘴”的景象:“树下有毒,草上有瘴,哪儿还能

够容足。”(20)在此之前,敢于挑战这种恐惧的,多半是走投无路,或者是以命搏财之人,一般的苦力多是不愿以身涉险。20世纪初,

溥仪的老师庄士敦(R.F.Johnston)在大理雇脚夫,经腾冲至八莫,他记载了大理的脚夫对于“下夷方”的恐惧,写道:“在夏季,

特别是在雨季开始之后,大理的脚夫认为经过南甸坝与边境的掸邦雨林是非常致命的,我发现即便是提供行价的三倍依然不能找

到一个愿意前往的人。”(21) 

瘴是非具象的,也往往不是实际的自然景观,多被形容成某种气体。
(22)
虽然滇西傣族坝区的晨雾严重,但很少有人会将其与瘴

气联系起来,周绍模还从专业角度解读:“晨雾见于旱季,其裨益农作。”(23)傣族村落的标志性植物景观是榕树与竹林,腾冲人李

希泌写道:“出芒市后,顿睹热带风光,榕树成丛,不下万株,粗可十围,高有百寻。翠竹随处皆是,绿新摇曳迷人。”(24)江应樑也有

同样的观察,指出这两种植物是傣族村落的代表物产。竹林就是村落的定位器,“每有大竹丛内,必有摆夷村寨,这可以说是定

则。”(25)从日常家具到房屋建筑桥梁,竹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极为广泛,张印堂谓傣族为“竹器文化民族”(26)。江应樑看

到:“竹以外,最多见的是榕树。夷人叫作大青树。这种树的种植是与宗教有关的,故大多生长在佛寺附近。”(27)傣族的村落周边

往往会有大片的草场,作为牲畜的牧场。1910年,腾越领事娄斯(A.Rose)观察到:“村落如公园一般,高大的榕树散布其中,仅仅用

来放养黄牛与驮马。相比,汉人的村落会将每一块土地利用上。”(28)身为化学家的曾昭抡欣赏草地与榕树配合的“天然”构图。
(29)农学家周绍模更加细致的发现近山的村落,山地与草地的景观对照,他观察到的显然是“人为”的结果。 

边地山势较低,距平原多在四〇〇公尺左右,各山森林状况有一共同现象,即山顶葱翠繁茂,山腰以下多为一片黄草荒地,其

分界情形至为清楚。盖因山腰树木采伐殆尽,而山顶则居住者以山头人为多,因其野蛮,而采伐者裹足不前,森林反因得保存也。(30) 

村落与植物融为一体,在曾昭抡眼里是“美丽的风景线”。然而,进到村落里,则是另外一番对比强烈的景观,李景汉在猛卯

看到“家家墙上及院内满是牛粪,成为一牛粪世界。”(31)对于牛粪,很多观察者并无好感,赵孝纯的感受与观点很有代表性,“曝

日光之下,臭味四散,每行经其地,臭气扑鼻。摆夷地向为蛮烟瘴雨之地,疾病时易发生,传播流行,极为迅速,其最通常之疾病,如

烧热病、疟疾、肚疔、痢疾、天花、受瘴等”,赵孝纯听到并记录了当地人认为烧干牛粪可以趋避瘴气,似乎他并不相信,写到傣

族不讲究卫生时用括号做了注释与对比,“摆夷人民生活,若干方面,卫生不讲,无论城镇村寨之街巷,墙垣抑空场,皆贴放粪饼

(据谓此粪饼晒干燃火可避瘴毒)”。
(32)

牛粪作为燃料被收集与保存的场景,对外来者而言堪称印象最深刻的景观之一。与燃料占

有反常的现象是,李景汉发现傣族的乡约,使得公共空间中的牛粪滞留更加严重,“得此种燃料之方法,除自有牛在家制造外,见

着街上有牛粪一堆,而当时不及立刻拾取,则可插一草棍于牛粪之上。如此他人见之,即知有主,不再拾取。”(33)无论是在街市、

村落任何地方,牛粪在公共空间更久的滞留,从污染的角度看,显然更加严重。所谓“卫生”的问题也曾让外来观察者困惑,许多

报道都提到傣族喜好洁净,一天多次沐浴,是以赵晚屏有这样的疑惑,“摆夷虽讲究一身的洁净,但是对于住屋的卫生却极不注

意。牛粪饼在竹墙上任意铺贴,屋顶有无数蛛网及尘垢,厨房的烟气任其向居室中飞扬。”(34)他这里提到的厨房应该指的是火塘,

有记者看到“不论贵族平民,家里同样没有炉灶。每家楼上有个火塘。”(35)曾昭抡对火塘有更详细的描述:“据说这火差不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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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日不熄。它的主要功用,并不在取暖或者烧水,而是在避瘴气。每年雨季一来,这火就必须保持着,让它永远不熄,火里面烧着牛

粪,传说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避免瘴气。”(36) 

通过诸多观察者的记录,可以勾勒出滇西傣族村落的典型“景观”。郁郁葱葱的竹林与“拔地参天”的榕树是傣族村落的标

识,村落周边有大片的草场,耕牛与驮牛等牲畜在悠闲地牧草,草场上间隔有高耸的榕树,但其他林木匮乏。若是村落在山脚,则与

山上葱翠景象形成鲜明对比。进入村落,是另一番景象,牲畜与家禽随地排泄,牛粪被当作燃料搜集,无论是公共空间,还是村民房

屋处处可见,堪称“牛粪世界”。奘房(南传佛教寺院)是村落的中心,榕树是奘房的标配景观。进入村民房屋内部,最重要的设施

就是火塘,火塘终日不熄,持续消耗着牛粪与竹子。外来观察者必然是如江应樑一样带着对瘴气的印象或想象来到傣族村落,不过

看到的更多是竹林、榕树等景观,在不同文献中,这些景观都分别与瘴气勾连在一起,其中最特殊的是牛粪。 

二、牛粪与瘴气的辩证关系 

滇缅公路通车后,除了江应樑、李景汉、周绍模等专家对傣族社会的调查与研究外。中外医学专家也进行了疟疾的科学研究

工作,(37)成果丰富且深入,包括对疟蚊的种类、习性、传播方式,以及诊治、防御措施等,在边境生产、传播了一套完全新的知识

体系。(38)以疟疾指代瘴气的科学研究,有助于消弭边境的污名。不过,外来观察者眼中牛粪并未能解除污染源的标签。 

遮放疟疾研究所工作的周钦贤观察到一些“不科学”的瘴气认知渐渐失去了市场:“慢慢地,不单外边去的人,久居当地的

土著都明白那可怕的‘瘴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于是那些从前无人问津的珍贵水果的价钱亦一日高一日,后来甚至供不应

求”
(39)

,他在此强调水果的问题,是因为“初到该地的人听土人传说‘瘴疾是水果传染的’,于是连珍贵的热带水果如木瓜、菠

萝、芒果、香蕉等都不敢问津”。有关水果的看法,也是广为流传的关于瘴气的地方性知识。除此之外,许多与科学研究迥异的

地方性认知,随着往来的人流也得到传播与记录。 

滇缅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观察者形成的诸多记载,我们通过构建关键词表,对瘴气的形成与防御的认知进行标注,借助社会网

络分析软件 Gephi进行可视化输出,形成了关于瘴气原因与防御办法的认知关系示意图(图 1、图2)(40),有连线表示出现在同一资

料来源中的关键词。 

 

图 1瘴气形成原因的认知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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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防御瘴气办法的认知关系图 

网络大概涵盖了这一时期外来者对瘴气的认知,其中也包括对土著的认知的记录。瘴气与水的关系可能是接受度最广的,无

须经过复杂的科学实验,比较容易从日常经验获得的关联,相关记载颇多,其中特别的观察是张印堂发现疟蚊与榕树关联的现象,

他写道: 

此种树木生有许多气根下垂地面,入地再生,复为副干,一树蕃生,俨若一林。地面排水不良,因而沼泽遍布,芦苇丛生,形成携

带恶性疟疾病菌蚊蚋繁衍之渊薮。当夏秋之际,外人绝少敢冒险前往者。(41) 

他认为榕树的植物特性是瘴气形成的一个诱因。这一看法是有道理的,除了他提到的榕树气根形成湿地外,榕树是常见的绿

荫,往往成为歇脚、乘凉、躲雨的据点,也客观上增加了疟疾传播的概率。关于沼泽积水与疟疾的关系也在这时得到科学的验证,

国联派来的传染病防御专家塞西尔·罗伯特森(C.Robertson)指出是微小按蚊的滋生场所。(42) 

认知网络中明显的“悖论”是牛粪,牛粪既被视作瘴气形成的原因,燃烧牛粪又被视为抵御瘴气的办法。外来观察者将牛粪

与卫生问题联系在一起,视为瘴气之源,当地人认为烧牛粪可以抵御瘴气,前文引赵孝纯和曾昭抡都有记录。吊诡的是,张笏说烧

牛粪使瘴疠更严重,“禁烧牛粪,则夏期可以减少瘴疠,冬期可以减少火灾。”
(43)
不过,他的隐含之意也是说因烧牛粪而需要收集

牛粪,造成环境卫生问题。地方性知识中关于燃烧牛粪可以避瘴气的逻辑,可以从遮放土司属官多立周对监修滇缅路的一段回忆

获得启发,他说:“夏秋蚊子肆虐,只得在窝棚里烧一堆火加些牛屎,以烟熏蚊。”(44)不经意间,似乎道出隐秘联系,其逻辑或许在

于燃烧牛粪产生的热量与烟雾。 

烧牛粪避瘴,首要的逻辑应该在于烟雾有驱蚊的效果,其优势大概有两点,一是燃牛粪烟雾比较大,二是牛粪的燃烧过程比较

持久。笔者在瑞丽田野调查中,有傣族老人描述幼年时烧干牛粪的记忆: 

我们给它叫牛屎饼。牛屎饼从傣历 12 月到 3 月能做,这 4 个月以外不能做。雨季做会臭、会烂,虫会打牛屎饼,做出来不经

烧。干季做的不臭、不烂,烧起来烟也不太大。牛屎饼伴着竹子烧,竹子不经烧,单烧牛屎饼也不会着火,烧牛屎饼的意思是盖着

一点,不要柴火烧得太猛,竹子火过得快。(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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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功能主义来看,燃烧干牛粪产生烟雾,刚好起熏蚊的作用。但有必要质疑的是,牛粪燃烧产生的烟雾会对人体造成不适,不

少研究关注藏区的牛粪燃料的空气污染问题。(46)至于生成热量与烟雾,这个功能不必非得牛粪才能实现,普通的燃料也能够有类

似的效果。并且前文提到,村民的乡约使得牛粪暴露于公共空间的时间会加重环境的污染,这也并非仅是卫生不讲究能够解释的,

正如许多学者注意到他们是爱整洁的群体。这样的矛盾或许不仅是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的关系问题,可以追溯为牛粪本身自然特

性上的文化适应,有研究指出,牛粪在诸多生物肥料/燃料的收集体系中,是处理困难的一类,原因在于牛粪不易脱水,需要有较长

时间的搜集与干燥处理过程。(47)笔者田野调查也听闻:“牛屎饼要晒两三天才能搬动、堆起,又晒十几天可收回家。”(48)事实上,

燃烧干牛粪本质上是柴薪缺乏的问题。 

进一步观察傣族村落燃料的情况,会发现对平民而言,主要的燃料除了牛粪就是竹子。周绍模写道:“多以竹片尾引火及燃料

之用,至用木柴,绝无仅有,换言之,边民之燃料,仅竹片、牛粪而已。”
(49)
竹子作为燃料的问题,如前文口述是燃烧过快。在日常

生活场景中仅烧竹子,也难以忍受随时添加的繁复。李景汉注意到市场的柴薪价格“若自集市购用,每挑须出卖五角。两挑仅足

供三日之用。”而“牛粪十块,可供一日之用。每块值三个制钱。”(50)熟悉傣族社会的学者或许会疑惑,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对铁

刀木的普遍使用被视为解决柴薪问题的典范,在滇西地区的情况有待于更深入的对比研究,据笔者访谈较少利用铁刀木的问

题:“铁刀木周围不太长庄稼,树根生得长,根生到哪,哪里土就干,现在谁也不种。老人说,砍倒,倒在哪,哪里都会干。”(51) 

1946 年,芒市土司代办方克光提出植树护林的计划,指出芒市的气候条件本不应该欠缺林木,缺乏柴薪的历史并不久远:“查

潞西虽位于近温带,自来天然森林甚多,惟以近数十年来,因人口渐多,除距离村落较远之天然森林,能有少数存在外,而与村落稍

近之处,已成无深林之童山。”(52)事实上,1908 年,应刀安仁之聘来到干崖的日本人,就记录了干崖柴薪极为缺乏的状况,“树木甚

少,故薪炭之贵,超过于米。”
(53)
柴薪的欠缺并非因为在地方社会中功能的丧失,反而是显示其重要性,牛粪的利用是一个对柴薪

替代的过程。1944 年,方克光令潞西镇长与猛板土司的交涉案例,体现了对柴薪的资源管控,方克光数封公文要求制止“猛板人民

李甲率众越界砍伐柴薪”(54)。 

三、燃料背后的权力秩序 

柴薪的缺乏与山居群体的资源控制有直接关系。周绍模写道因为山民“野蛮”,傣族不敢上山砍伐。斯科特认为山居群体

“自我蛮化”,是隐藏自我的手段,逃离河谷的征税。“野蛮”的印象或行为也许是山民维持资源优势地位的手段。利奇阐述了

傣族土司与景颇村寨建立依附关系(55),相互间形成资源与权力的配置,我们也将柴薪控制现象置于此结构关系中讨论。 

正如利奇描述的坝区与山地互惠的结构关系。瑞丽的傣族老人回忆以物易物的经历:“我们要给景颇村子送礼,送烟草、沙

咀、槟榔、酒、米、黑糯米,主要是酒、槟榔和烟,让他们指给哪些林子是他们的,可以砍,哪些不是,不能砍。”(56)市场交易应是

更重要的方式,江应樑记录了景颇、傈僳、德昂等赶街所售卖的物品,第一位的是柴薪。
(57)
1950 年,中共的中央访问团在盏达土司

地区了解到: 

据当地干部讲,普通山民只能吃两三个月,以此例来说,能维持最低生活者不足百分之十,够吃半年者约百分之三、四十,百分

之五十以上只够吃三个月。不足的补救方法是:A种烟:山区住家不论是山头、傈僳或汉人,都种大烟,……B卖柴:坝区缺少烧柴,

山区居民自山上砍伐树木,于赶街天下坝来卖,换回必需品。(58) 

斯科特提到了山民在柴薪交易过程中的优势,可在决策中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柴薪生长或储存很长的时间,无须照管,山民

可根据价格决定持有或卖出这些产品。(59) 

景颇山官与傣族土司,由实力差距形成不同的依附关系,景颇人或收取傣族村落的保护费,或为傣族土司提供差役。这两种依

附关系中,柴薪的控制或负担都是有效的手段。共和国初期,有调查记载瑞丽的哈顺乡坝别寨村民在柴薪上对山官的依附关

系:“广宋山官所辖的坝别寨的头人布幸对群众说:‘只有听山官的话,听头人的话,才能在山官管辖的寨子种田,才能到山上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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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割草。’”(60)1963 年,梁钊韬等对景颇族的调查,了解到后一种类型的案例,景颇族对傣族土司的负担,“每年每村负担三至五

排柴,每户一元半开,以及四至八斤黄豆。”(61)土司的政治权力,可以获取山民的柴薪供给,同样,也用于内部的资源配置。张笏注

意到土司并不烧牛粪,而是派遣柴薪赋役,“土司地方柴薪异常缺乏,人民概系烧干牛粪,独土司署内烧柴,由人民百里外採来,并

不给价。”(62)所谓“人民”的范畴应该包含了傣族村民。江应樑细致分析了傣族村民对土司的负担,分了五大类型,列举了数种

负责土司专供的村寨,柴薪是其中一种,“供应柴炭的,呼为柴炭寨。”(63)土司即可能通过山民直接获得柴薪,也可以通过指派傣

族村寨的差役获得。负担土司柴薪差役的傣族村民,也可能与山官形成依附关系,获取柴薪,还可以通过街市购买,完成差役。土

司的柴薪需求,加强了傣族村落内部,及与山地社会之间多重的互动关系。 

土司利用政治权力获取社区外部的柴薪资源,而奘房的佛爷通过文化权力掌控社区内部的柴薪资源。佛爷不烧牛粪,烧的是

柴,尤其是普通村民不能烧的菩提树/榕树的枝叶。有趣的是前文提到,张印堂认为榕树也是疟疾生成的一个原因。傣族村落虽然

缺乏林木,但有许多榕树,榕树是与佛教勾连的,因而得到保护,不被村民当作柴薪。村民也认为佛爷对瘴气是有更强的抵抗力,并

且具有治疗疾病的能力,“一般百姓,病了只有请‘老佛爷’念经。”(64)芒市老人告诉笔者:“榕树的枝是不能拾去家烧的,老人

说那样脚上会烂的。榕树坏的枝要挑来寺里,给佛爷用,或是做摆的时候大家公用。”(65)村民对佛爷的供奉也隐喻着瘴气抵抗力

的习得。傣族信奉南传佛教的生产生活节奏,也可视为生活习惯的避瘴实践。传统时期,在每年炎热的雨季,汉人便习惯从傣族社

区中退避,傣族则进入南传佛教中为期3个月的“夏安居”,在奘房香烟缭绕的环境下修行,或在家中围坐于终日不熄烧着牛粪的

火塘边,客观上达到减少与疟蚊等病源接触的效果。这样的生活节奏,不失为环境的文化适应。 

傣族对榕树的崇拜,并非仅是佛教因素,如笔者对瑞丽老人的这段访问: 

我们不敢用,大青树(榕树)上怕有鬼,只有奘房的老佛爷能用。树越大,鬼越大,如果树太大,碍着房子要砍掉一点,得向树鬼

要。找树要,用篾子绑着树,第二天去看,如果不给,就解开了。……知青来砍大青树烧,我们都是去山上拿,到现在大青树断了,我

们还是拿到奘房去。(66) 

他的表述显然包含了傣族社神(村寨保护神)信仰的观念。 

1946 年,一篇文章描述“滇西上江的摆夷社会”,也记录了榕树即是社神的化身: 

每寨有全寨人最崇敬的社神两处,其所在地,多为棵棵又粗又大之榕树,数旁竖立很多参差不齐的石块,这是社神的表示,距

地约有五尺的树干上,围绕着六七个竹圈,圈上插了几串用竹织成的竹练,据土人说,这些东西,是每年祭社神时由主祭的人送给

社神的饰物,挂树周围数丈,绕以高五六尺的围墙,牛马猪羊固不准进,甚至小孩妇女们也不得入,这是全寨最圣神的地方。(67) 

榕树的生物性特征则是传统社神崇拜的重要应由。榕树从枝条上生长的气生根,向下伸入土壤形成新的“支柱根”,四面无

限伸展的特性,被傣族赋予某种神性。清代文献即有记载,如王昶描述:“树如千株万株并合而成,其枝下垂及土,复成根,与本合

一,大者数围,荫蔽芾数亩。……夷人云:树间有神,往往携酒禳赛于此。”(68)瑞丽老人描述榕树里有鬼(可以理解为灵或者神),极

为敬畏,甚至表示都不能随便栽种榕树,他说:“小孩不能随便栽大青树(榕树),树与人同命,怕树死了,人就死了。老人说不能栽,

我们也跟着怕,不像现在人随便栽。”(69)榕树与人的生命一体的观念,精心栽培也是逻辑相通的崇拜方式,有研究指出:“在德宏

州的一些傣族村寨生男育女时,家长要在村寨附近栽一株高榕,以求神的庇护,让小孩健康长寿。”
(70)

傣族的社神崇拜,较之对南

传佛教的信仰更加悠久。(71)因而,奘房控制榕树的柴薪资源,并非仅是信仰问题,更应是文化的权力问题。 

结语 

牛粪作为燃料,总体而言应当视为环境的制约,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人与环境的长期互动下形成的社会文化或结构逻

辑,在不同区域社会中的塑造机制、过程与现象,值得进一步对比研究。在汉人社会,类似的现象常见于传统矿业加工地区。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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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自贡盐业加工对燃料的消耗,牛粪不仅占当地居民生活燃料的三分之二以上,还用于抵充工资,并且形成了半固定的职业加

工者——“牛屎客”。(72)藏族深受自然环境与物质资源的制约,牛粪不仅仅是燃料,更是制作诸多生活用品的原料,不被视为“不

洁”,“牛粪可加工成各式各样的器皿,将牛粪泥和细草拌和后可捏成油桶、油灯、酒罐等器具的嘴嘴。”有学者认为“子不嫌

母丑,人不嫌牛粪脏”这句谚语“对待母亲的爱和对待牛粪的爱相提并论”,体现了藏族牛粪文化的内涵。(73)傣族村落随处可见

的牛粪,并非因为也不将其视为“不洁”,可能恰恰相反,例如传统傣族社会不用农家肥,江应樑指出他们的观念:“以为这样污

秽之物撒在田中,则生长出来的物品,如何吃得下口?”(74)傣族虽然对牛也有深厚的情感,但牛粪并未扮演比燃料更多的角色,因

而在当代已经难觅踪迹。传统傣族社会的牛粪燃料现象,更应当从社会环境的制约与塑造的角度理解。 

“牛粪”是颇具矛盾性的综合体,即被视为瘴气的诱因,又被当作防御瘴气的工具。外来观察者眼中,牛粪是污染之源,牛粪

搜集与处理的困难,更加强了这种印象。牛粪作为燃料的劣势,燃烧慢、烟雾大等,却在趋避瘴气方面成为优势,本质上是应对柴

薪短缺的社会情境。如上悖论,我们可以追溯到更广泛的河谷与山地社会之间的资源控制现象,长期的互惠交换,矛盾又依赖的族

群关系。在傣族社区的内部,柴薪资源通过政治与文化的权力进行分配,相比文化权力,政治权力的效力不仅在社区内部,也可适

用于山地社会。傣族社区中形成不同的燃料使用格局,包含不同的获取途径与圈层,可以对社区中行为道义、宗教信仰与权力秩

序得到新的理解。 

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南传佛教在滇西傣族社会占据文化支配地位的过程,与景颇山民占据周边的山区的过程,在时间脉络

上具有一定的同步性,文化权力与资源控制的关系或许可置于更长历史过程的脉络中进行探究。牛粪的案例反映了滇缅边境地区

山地与河谷社会相互依赖的结构关系,学界相关问题的讨论更多关注河谷社会对山地社会文化与权力秩序的塑造。本文的观察视

角进一步揭示,山地社会对河谷社会的社区景观、日常生活等方面的塑造作用。 

注释： 

1 明清以降云南境内怒江以西腾冲以南的滇西地区主要由十个傣族土司统治,土著居民的主体是河谷的傣族与山居的景颇

族。江应樑在《云南边疆地理概要》中描述:“腾龙沿边区:包括潞西、梁河、陇川、盈江、瑞丽、莲山六个设治局辖地,在昔本

为十土司地,即芒市安抚司、遮放副宣抚司、勐板长官司(案:勐板土千总),属潞西;南甸宣抚司属梁河;陇川宣抚司、户撒长官司,

属陇川;干崖宣抚司属盈江;猛卯安抚司、腊撒长官司,属瑞丽;盏达副宣抚司属莲山。各土司地均在民国初年成立行政区,民二十

一年改设治局,面积潞西三五九二平方公里,梁河约三千平方公里,陇川二三六八平方公里,盈江一四〇八平方公里,瑞丽二五二

八平方公里,莲山二二〇八平方公里。此外潞江岸有潞江安抚司,现属龙陵为一乡镇,其区域约五百平方公里;腾冲西北一部分地,

原为南甸昔董等土司旧壤,现可目为边疆者亦数百平方公里。本区合计面积约一万六千余平方公里。”参见江应樑.云南边疆地

理概要[J].边政公论,1947,(4). 

2 何峰.藏族生态文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313. 

3 林耀华.民族学通论[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90. 

4 先巴.生态学视阈中的藏族能源文化[J].青海民族研究,2005,(3). 

5 张济民.渊源流近——藏族部落习惯法法规及案例辑录[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15. 

6 何峰.藏族生态文化[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314. 

7 斯钦朝克图.蒙古语五畜名称与草原文化[A].马永真,巴特尔,等.论草原文化(第六辑)[C].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

社,200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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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孟悦,罗钢.物质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 

9 黄应贵.物的认识与创新——以东埔社布农人的新作物为例[A].黄应贵.物与物质文化[M].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

所,2004:443. 

10 王明珂.青稞、荞麦与玉米[J].西北民族研究,2009,(2). 

11 邱澎生.物质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辩证[J].新史学,2006,(4). 

12 C.Patterson Giersch.Across Zomia with merchants,monks,and musk:processgeographies,trade networks,and the 

Inner-East-Southeast Asian borderlands[J].Journal of GlobalHistory,2010,(5). 

13 ChristianDaniels,Blocking the Path of Feral Pigs with Rotten Bamboo:The Role of Upland Peoples in the Crisis 

of a Tay Polityin Southwest Yunnan.1792to 1836[J].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13,2(1). 

14 马健雄.再造的祖先——西南边疆的族群动员与拉祜族的历史建构[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27～29. 

15 何翠萍,魏捷兹,等.论 JamesScott 高地东南亚新命名Zomia的意义与未来[J].历史人类学学刊,2011,(1). 

16 詹姆士·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的无政府主义历史[M].王晓毅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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